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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灵先生访谈录

锋 晖

2010—2015年间，笔者多次走访锡伯族学者贺灵先生。在请教有关学术问

题的过程中，对其经历及其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出身农

家寒门，做人做事奉行低调诚信，对事业尽职以求，对学术倾思钻研，不惑之末

已是名筑出版界及学林，成绩斐然，在图书出版、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古籍搜集

整理出版、编纂辞书等领域已独树一帜。所编 20 余种图书，先后被评为国家级

和省部级奖。为此，在 2013—2014 年间，先后获得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批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称号）、国务院特殊津贴，并在新

疆人民出版社成为公认的专家型领军人物。他是一个楷模。在目前转型浮躁的社

会氛围中，无论是做人或是做事方面，他对年轻一代都是一种榜样，传递的是细

声细语、细雨润物式的正能量。在此，如实记录访谈所得并奉献读者，意在以此

鼓舞年轻一代保持和弘扬民族固有的奋发意志和向上精神，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复

兴做出贡献。

锋晖：十余年来，我接触过很多内地专家学者，其中不少人读过您和佟克

力老师写的著作和论文，他们猜测您个人的家庭背景可能是名门望族或者是文人

世家。实际上，我也是近几年才知道您的家庭背景的，请您给还在猜测之中的人

们谈一谈您的家庭背景和求学经历。

贺灵：我是农民的后代。出生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

父亲 1918 年出生后不久便失去了母亲。在他 7 岁时为生活所迫，开始为富人当

长短工，从不得一时休息，尝尽了旧中国人间的酸甜苦辣，在艰难困苦当中也培

养了他从小做事认真、注重细节、以吃苦耐劳为乐的劳动精神、坚强意志和豁达

胸怀。28 岁入赘娶我母亲。他当过生产队队长、大队队长，大部分人生与土地

和农活打交道，对所有农活儿无所不知、无所不通，直至八十多岁，仍不听劝告

赶毛驴车下地干活儿，而且从不承认自己不能干了。他的认真、能干、注重细节

及吃苦精神，成了我们兄弟刻骨铭心的榜样。我母亲上过几年学，学过锡伯文、

初级汉语、算术、自然等小学课程。十六岁弃学嫁给我父亲，之后除在村里小学

当几年老师外，一直为家庭妇女的角色，为生儿育女、操持大家庭不惜一切地付

出。说起 1890 年出生的外公，可谓一介书生，光绪末年有幸被保送到日本人做

教习的伊犁惠远城武备学堂学习，在此熟读了四书五经及相应的其他中国经典。

他四五十岁开始酗酒，一醉酒便开始咏念和背诵《论语》、《孟子》、《三国志》等

经典，并每每与外婆和我父亲过不去，弄得家人惶惶不可终日；一醒酒便成为和

蔼可亲、很少言语的慈祥老人，大部分时间均以古籍为伴，特别以一部《华佗医

案》相伴一生。他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仍顽固地保留着清朝时期的长辫不剪。

他醉酒时千百遍对一家人经典文化的重复“灌输”，对我们兄弟产生了不小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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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中许多情节和内容，现在仍然记忆犹新。他每每给我们醉吐的一句话是：

“自己真的是读了圣仙书。”

我们兄弟妹妹七个，我排行第四。7岁上本牛录小学，因听不懂老师讲课而

几乎每天逃学，母亲在最后一筹莫展而实在扭不过我的情况下，被迫同意让我辍

学在家帮干家务。9岁才和我弟弟同班复学。年龄大了上学有一定的优势，理解

能力比别人强，脑子一旦开窍，就会成为班里的尖子，我就是这样。在本牛录升

初中前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升初中后教学内容不规范，又时断时续，三年的学习

效果很不理想。1973 年我家所在金泉公社的“金泉中学”成立，我也成为该中

学第一批高中生。我上高中费了一番周折，说我年龄偏大，按公社规定不能接受，

结果只好通过关系在派出所改小年龄，结果成为最后一个被接受的高中生。因为

高中阶段受到正规大学毕业和富有教学经验老师的授课，不但初中的内容得以强

行补课，而且高中教学非常有效果，打下了三年之后勇于参加高考的基础。1975

年底高中毕业下乡接受再教育。当年年底，经过短暂财会学习班培训，当上了村

上牧业队会计。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我也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

应试者拿到了准考证，于 1978 年 3 月被录取入新疆大学历史系学习历史学。我

在大学阶段，对历史真正产生了兴趣，因而学习热情高，基础扎实，1982 年 3

月顺利毕业，取得了历史学学士学位。并且，我一万多字的毕业论文——《锡伯

族源考》有幸在《新疆大学学报》1981 年第 4 期上刊载。这是我上大学以来发

表的首篇学术论文。

锋晖：您大学毕业时实行的是国家分配政策，但影响分配的人为因素也很大。

据我了解，当初把您分配到乌鲁木齐附近的山沟当老师，后经过各种努力，改分

到新疆人民出版社，这对您的人生、事业和学术生涯产生了什么影响？

贺灵：大学毕业是人生的一个转折，而分配（现在是自主择业）进入社会是

从事社会职业的初次选择（对许多人来说往往是最终的选择）。1982年 3月我被

分配到山沟当老师的通知书下来后，感到想研究民族历史的想法破灭了。之后经

过三个多月累心的“活动”，最终改分到新疆人民出版社。说实话，当时对我们

的分配工作，确实受到了来自学校各级领导和老师的人为影响，没有家庭背景和

关系网的都没有理想的结果。在改分新疆人民出版社过程中，陈重秋先生起了

“伯乐”作用。

1982 年 7 月底进入新疆人民出版社，社党委把我分配到总编室资料室搞资

料工作。本社资料室分为两部分，一是本版图书资料，二是全国性图书资料。我

进来后分管新书采购。从 1982年底至 1986年底，四年中我侧重采购社会科学和

古籍文献资料五千余种（其中包括港版图书），明显改变了资料室的藏书结构，

本资料室也成为社外学者注意的对象。在这四年中，我没有放弃对锡伯族历史、

文化资料的搜集以及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数篇文章，这逐步引起了社领导和汉

文编辑部领导的关注。1984 年底以来，汉文编辑部几任领导都曾经约我谈话，

了解我的情况，索要我发表的论文和文章，说实话就是了解和考察我这个少数民

族大学生的学识水平，并询问是否愿意到汉文编辑部当编辑。但是，这几任领导

都未能把我调动。1986 年底，经编辑室主任张田最终考察、担保，将我调至汉

文编辑部开始了编辑生涯。

调进新疆人民出版社之后，我便制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即无论在出版社的

什么部门从事什么工种，在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都将毫不动摇地把研究

工作作为第二职业。现在看来，出版社的工作因为均与图书、书稿打交道，因此

对一个把研究工作作为第二职业的人来讲，是一个促进出成果的阵地。资料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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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虽琐碎无序，但良好的资料条件，出成果反而更加快捷。编辑部的工作倍增

压力，加上研究工作未因此而减速，加班熬夜已成了本人工作的常态。编辑书稿

可以帮助知识积累，不断的知识积累会大大促进和提高研究水平。总结三十多年

来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工作的经历，可以说，新疆人民出版社给了我用武之地，提

高了我用武的技能，丰满了我的职业经历和学术生涯，推我登上了人生和职业辉

煌的高度。这对当时的我来讲，是未曾想到的结果。

锋晖：图书编辑是您的主业，而学术研究是您的第二职业，现在所知，您的

主业和第二职业均成绩斐然，您是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的？

贺灵：在文化部门或者教学单位，许多立志大踏步进步的人，往往都志存第

二职业。在新疆人民出版社，我先后经历过许多这类人士，他们在从事编辑工作

的同时，或搞文学艺术创作，或搞民间文学翻译，或搞文艺理论研究，等等。他

们似乎均未能处理好主业与第二职业之间的矛盾冲突，纷纷放弃图书出版主业，

各奔前程了，结果基本上都在各自最终选择的“前程”上默默无闻。虽然有的当

上了某一部门的领导，但在第二职业上却是没有多少起色，多数碌碌无大果。初

入编辑行业，在某些挫折的影响下，我的思想意识也是不稳定的，或者说产生过

“不行就要转行”的思想。2014 年 1 月初，我在北京领“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

奖”时，代表全体获奖编辑发了言，其中就谈到了本人逐步爱上编辑行业的心里

路程。其中谈到对主业要培养坚强的事业心、责任心等关键问题：“编辑行业的

确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编辑只要坚定树立对职业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不为名、不

为利，做到不断学习充电，培养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就一

定能够成为合格的编辑、出色的编辑、学者型编辑，可以名垂史册。”实际上，

对我来讲，主业和第二职业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齐头并进，才能

够把自己锤炼成一个学者型编辑。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从事第二职业的初

志之所以日益坚定，与来自家庭的给力和周围良好的环境也是分不开的。我与佟

克力 1981 年结为连理，她是新疆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便分配到新疆社会科学院历

史所从事民族历史研究。夫妻俩选择同一种职业，如同两人同拉一辆车，其相互

给力的效果怎么描写也是不过分的。再说，我一直以新疆社会科学院为住处，很

多时光与各领域专家学者为伍，“近朱近墨”之说法确实在我身上得到了灵验，

大家把我戏称为“社会科学院的女婿”。

锋晖：您在新疆人民出版社汉文图书出版方面成绩突出的同时，还为锡伯文

编辑室策划和主编多部（套）古籍文献类国家民族文字出版基金项目，这些项目

的立项和出版，对锡伯族文化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贺灵：任何古籍文献都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它们又是相应传统文化的最

重要的载体。清朝康熙年间，锡伯族军民接受满语满文之后，清代历朝刻印发行

的满文经典、译成满文的汉语古典名著、各类满汉合璧辞书、训导类著作读本等，

开始在本民族民间流行和传播，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尤其是部分军民西迁来到

新疆伊犁地区，更是把这些古籍文献代代传抄，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新疆锡伯

族民间至少保存着三百多种（套）这类古籍文献。此外，锡伯族民间文人还不断

翻译传抄近代汉文文学作品和典籍，更加丰富了民间收藏的品种。但是，经过辛

亥革命以来几次文化浩劫，锡伯族民间收藏的这些古籍文献损失惨重，已经到了

非抢救不可的地步。鉴于此，本人四五年前便开始与锡伯文编辑室合作，将散存

民间的这些典籍拍照扫描，先后编成《锡伯族民间散存清代满文古典文献》1册、

《锡伯族濒危朱伦文化遗产》5册、《锡伯族民间传录清代满文古典译著辑存》2

册、《中国古典名著译丛》100 册一套，陆续列入国家民族文字出版基金项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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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及时抢救了即将消失的诸多珍贵文化遗产。通过这些早已与锡伯族传统文化

融为一体的文化遗产，可以深刻地揭示锡汉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渊源，并可以告

诉年轻一代，在清代极度封闭的八旗文化环境下，锡伯族军民是如何接触、认识

和接受中原文化的。一个民族如果丢失与本民族相伴相生的传统文化遗产，不仅

严重削弱体现该民族特点的文化底蕴，而且还会严重影响本民族的民族自信、民

族自尊和文化自信，其后果是很悲哀的。

锋晖：我看过您的职业简历，近几年您除了策划、主编诸多锡伯文（包括满

文）或锡汉合璧（包括满汉合璧）古籍文献项目外，还策划、主编大部头辞书，

均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并且又研究民族出版理论，其成果都具有理论和实

践意义。请谈谈您是如何做到的？

贺灵：实事求是地讲，我从事编辑的前十几年，实为“例行公事”而已，就

是说当作者的尾巴主义者，等来稿、等自费出版稿，期间仅有几次自己策划之例。

而且，20世纪末期七八年和 21世纪前四五年，是私营书商自费出版的活跃期，

自费书稿之多，大有选择之余地，故编辑无需策划、无需组稿，只管责编发稿就

是了，结果编辑的策划组稿能力大为下降，留下了无法弥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

我也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21 世纪前十年，是我历史文化知识和有关资料积

累的最佳时期。当时我所处的业务环境并非很理想，业务想法和才能无法舒展，

一直奉行“例行公事”主义。但是，我佩服自己，这个时期我已经立下了积累资

料的坚定决心，结果使我受益匪浅。2010 年之后，新疆人民出版社的业务环境

大为改观，深感自己迎来了大展身手的美好时光，并开始把自己十年前便策划、

准备的相关大型项目付诸实施。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新疆人民出版总社张新泰

书记、总编辑约我谈话，中心议题就是让我放弃编辑杂稿，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潜

能，一心策划重大选题，编纂大型图书，制定出版社的中长期规划，以带动年轻

一代快速进步。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环境以及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加上十余年

来积累的资料基础，才使近几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人策划主编的重大项

目《西域历史文化大词典》（1—3）、《新疆古籍文献大词典》（1—3）、《中国新疆

历史文化古籍文献资料译编》（1—40），在苛刻条件的筛选下，连续三年得到国

家出版基金的资助，成为体现新疆出版文化底蕴的传世读物和补空白之作。本人

主持责编的反映新疆社会科学院几十年学术成果的丛书《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

者文库》（1—35）出版发行。

目前，新疆人民出版社已经成为新疆社会科学辞书出版的中心。这也得益于

本人的一份努力。1993 年本人策划的《新疆历史词典》出版；1995 年策划并副

主编之一的《新疆民族辞典》出版；1998 年策划并副主编之一的《西北民族词

典》出版；2002 年策划并编著之一的《西域地名词典》出版。可以说，这些辞

书的出版，打下了新疆人民出版社成为新疆社会科学辞书出版中心的初步基础。

2015年还有六部重大成型项目正在付诸实施。

研究新疆地域出版文化，探讨各民族编辑理论，总结编辑出版实践经验，是

出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实践证明，缺乏远大理想的出版人，要做到

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本人一开始便把这一工作作为图书出版职业密不可分的一

项内容狠抓不放，先后在《西域研究》、《新疆新闻出版》、《新疆大学学报》、《语

言与翻译》等期刊上发表出版编辑论文 50 篇，其中《新疆地域文化中不可忽视

的出版文化》、《西域文化与出版》、《新疆民族文化与地域性出版资源》、《论图

书质量控制》、《试论出版物的文化积累》、《“人民社”的出书定位与编辑素质问

题刍议》、《编纂教学辞书的几个问题》、《新疆各民族文化和谐与出版》、《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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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无捷径》、《书稿审读与图书评论》、《论版权功能与出版创新》、《精心打造

新疆历史知识普及读物》、《在新疆地域历史文化条件下的编辑规范》等具有理

论性、实践借鉴意义和地域出版文化特点的论文，在出版界先后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此外，还先后发表书评数十篇。成为新疆研究民族出版理论的第一人。

锋晖：图书出版是您的主业，您为此呕心沥血、尽职作为，几乎把一生奉献

至终，今天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您的成绩，国家和自治区同时都予以

了肯定和褒奖；作为您第二职业——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在学术界也是有

目共睹，树立了您应有的地位，尤其是在锡伯族干部群众中，您的影响所及可谓

角角落落，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赏。请讲讲您学术研究的历程。

贺灵：我已讲过，当进入新疆人民出版社之后，我就立下了将民族历史文化

研究作为我第二职业的决心。我这个人的最大特点是，一旦选定某个目标，无论

之后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改变我的初衷。所以，熟悉我性格

的朋友，都认为我是典型的“一棵树上吊死的人”。我的这种性格加上妻室等至

亲的支持和鼓励，使我第二职业的作为也为众人所瞩目，也得到了来自自己成绩

的一丝安慰。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坐冷板凳，如果缺乏坐得住、坐得稳的意志和决

心，没有拒绝不必要的吃喝玩乐和脱身各种无效会议的勇气和毅力，要取得真正

令人信服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就是因为我完

全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把有效的时间完完全全都赋予了这个职业，用无数间断的

时间、执着追求和勤奋努力换来了成绩。

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大学毕业论文）《锡伯族源考》伴随我大学的学

习而诞生。这个意义非同小可，它给了我从事第二职业的初始动力和信心。在之

后的数年中，资料搜集与研究相互促进，推出了许多研究论文（有的与佟克力合

著）。初步打下了研究基础。自 1987年开始出版有关辞书、文集、专著、资料集

等，至 2015 年，出版与佟克力合著著作 11 种；编纂和编写图书 13 种；主编和

副主编图书 43 种；参与编写图书 10 种；搜集、整理和编译资料集 13 种；发表

论文和文章 100余篇；编写通俗读物脚本 13篇；发表文化类图片 2500余幅。在

上述成果中，以下著述打下了锡伯族研究的坚实基础，诸如：《锡伯族历史与文

化》、《锡伯族研究》、《锡伯族史》、《锡伯族习俗志》、《历史 民族 文化》、《锡伯

族文化精粹》、《中国锡伯族》、《锡伯族民间信仰与民族社会》、《来自辉番卡伦

的信》、《锡伯族历史与文化》（上下册）、《锡伯族濒危传统文化图典》等。目前

还有三部本人主编的成果即将与读者见面，即 100余万字的《锡伯族文史通览》、

300多万字的《锡伯族大百科全书》和 100余万字的《中国新疆历史文化古籍文

献资料译编·锡伯族卷》。

总结过去，我认为，图书出版的主业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二职业之间，

在我身上未曾产生任何冲突和矛盾，反而两者之间互为给力、相互促进、彼此携

程，双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

锋晖：据我所知，您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三十多年中，从未主动谋求过

一官半职，而基本上在一线奉献，而您又是农民的后代，没有过硬的家庭背景和

社会关系，但对您的成绩，国家和自治区同时给与了高度肯定和褒奖。对此，您

有何感触？

贺灵：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而且，我的性格、我的出身和我选择的职

业，决定了我必须以个人奋斗的精神，促使自己大踏步进步，做出比别人更多的

成绩，要为家族争光，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因此，入社伊始，便给自己制定了

较高的目标，不仅在业务工作上严格要求自己，在文明礼貌、言谈举止、同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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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社会交际等方面也时时处处不失规范。几年中便受到了本社职工的一致赞扬。

1988 年被评为新疆人民出版社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1991 年被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八十年代优秀大中专毕业生”称号。这些荣誉的取得，结果

更加促进了各方面工作的进步和业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

着知识和资料积累越来越厚实，本人的业务优势越来越显现，几年中便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对这些成绩，首先得到了出版社领导及职工的公认，自 2010 年

以来，本人已连续四年年终被评为优秀、先进工作者兼优秀党员。2013 年获得

中国出版界最高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系至今我区唯一中国

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获得者）；2014年被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优

秀专家；同年被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我感到，在目前各种奖项和荣誉授予活动

中，各级领导成分仍占绝对优势、人为因素仍然明显的社会氛围下，作为没有任

何过硬背景的我，在两年之内能获得如此三项大奖，可以证明，完全是我立志个

人奋斗、爱岗敬业、执着追求和努力工作的结果，也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公平公正

原则。个人奋斗才有成绩，有了成绩才被社会认同。这是文明社会的一条公理。

锋晖：您对锡伯族历史文化有较深的研究，已取得了公认的成绩。文化具有

承上启下的社会功能，目前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锡伯族文化如何走出困

境、承前启后地奔向复兴之路，文化复兴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请您谈谈看法。

贺灵：我们谈“社会转型”已经几十年了。说句实话，随着改革开放，所谓

的社会转型就开始了。过去谈社会转型只重视经济转型、政治改革等问题，而忽

视了文化转型。文化转型实际上随着改革开放就开始了。有社会转型就有文化转

型。对一个社会来讲，文化转型与经济转型、政治改革等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和影

响。对文化转型现象，人们往往熟视无睹，见而不问。文化转型多表现为人文的、

精神的方面。所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转型而出现的人们（包括整体民族）

在思想意识、社会道德、家庭和社会规范、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等方面出现的

种种问题，均与文化转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过去，政府和有关社会组织，

在社会转型中，只重视干预经济转型、政治改革等前台问题，而大大忽视了干预

文化转型的后台问题。这里讲的“干预文化转型”，就是政府和有关社会组织主

动介入文化转型过程，积极引导文化转型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其中就包括制定文

化保护和发展政策、开展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抵制消极

落后文化、铲除腐朽文化、帮助国民培养优秀文化精神等。目前，这个问题才被

重视起来了。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种种人们意想不到

的负面问题，并大大影响着经济转型和政治改革的进程，因此，在这种背景下，

提出文化复兴是很恰当的。

文化复兴，究竟复兴什么，这是一个很现实、具体的问题。任何民族文化和

社会文化，自身都具有共同的属性和特点。文化是人类活动历史上沉淀的产物，

可分为优秀（先进）文化、中性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四个层次。优秀文化

可催人奋进，要大力弘扬。中性文化在任何文化构成中，分量最大，尤其是在一

个民族文化构成中，大量为中性文化，其表现都是在本民族之中，如在衣食住行、

本民族中间群体和群体、人和人之间表现的均为中性文化现象。中性文化的表现

既不先进，又不落后，是一个民族中自生自灭、自我扶持、自我存汰的部分，外

界无“干预”之必要，它们是最能体现该民族特点的部分。落后文化在任何民族

文化构成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它们属于干预改造的部分，一个民族的发展

变化，就是在改造落后文化的过程中实现。而腐朽文化，顾名思义就是该抵制和

铲除的成分，绝不能为其提供生存的空间。从上分析可知，所谓文化复兴，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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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力挖掘和弘扬先进文化，其次是包容、肯定和鼓励中性文化的存在，再次要

培育和扶持各民族、各群体共性的文化。谈到锡伯族文化，其构成和表现如同上

述，都有共同的特点。而且，在目前文化转型中，与其他民族一样，也似乎在困

境中起着质变和量变，对本民族的心理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锡伯族文化从困境中实现复兴，首先，本民族群体要培养对自己民族文化的

自信心，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正确的定位。正确定位自己民族文化，可以提高文

化自信心，从而提高民族自尊心，促进民族自爱。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心的民

族，会导致内部的涣散，形不成内聚力，思想意识和文化事象碎片化，民族成员

缺失自尊心，最终会失去民族特色。锡伯族文化在清朝初期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型，

之后与语言文字一起逐步融入满通古斯文化系统。但是，新疆锡伯族的文化，在

清朝近 150年中，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屯垦戍边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精神贯穿

其中，孕育了许多蕴含这种精神的文化事象，安土重迁、文化宽容、兼收并蓄、

中庸厚道、爱憎分明等成为本民族的最大特点。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又是继承和发

展了的清朝的“国语”“清文”，是记录清朝历史文化的语言文字之一，在世界各

地散存着用这种语言文字记录的数百万件古籍文献和档案等珍贵文化遗产，而且，

只有本民族仍在使用着这一语言文字。这些都应该成为本民族引以自豪的资本，

而不应该成为民族自卑的因素。语言文字是工具，多一种工具就会多一个助手，

在社会交际中你就有可能先人得心应手。因此，引导民族群体自省自悟，正确认

识自己的历史文化，挖掘家族家庭文化的优良成分，充分认识中性文化在民族生

存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帮助摈弃经济文化落后所带来的民族自卑心理，让广大民

众树立起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复兴的关键。其次，切实

有效的“干预文化转型”应该成为本地政府、社会文化团体和组织以及专家学者

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化干预必须懂得文化，必须了解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文化，

必须懂得文化发展的特点、规律，否则，作秀式干预、莽撞式干预、无知性干预

便会大行其道，伤财耗力，终不得其果。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把民族文化过度

舞台化、演员式“文人”霸台演习、官员“嘉宾”替代专家作秀、把文化干预当

成赚钱把戏、以各种无效会议空谈文化等，已经成为有些地区、有些民族中，政

府、社会文化团体和组织文化干预的通行做法。要使文化干预收到实效，必须摈

弃上述做法，必须把干预的心思真正放到民间和基层，启发广大民众认识自己民

族文化的合理性、优越性以及与他们的依存关系；以民意为基础，有意恢复以往

具有社会规范性、礼仪公德性以及各民族共性的民俗事象；挖掘、整理和宣传有

进步作用的村规民约、宗谱文化；把文化复兴的效果与当地官员的政绩进行挂钩，

表彰先进，鞭策落后。这样才能走出一条健康的民族文化复兴之路。


